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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 结合锚点情境法和广义倾向得分

匹配方法， 探讨过度劳动与自评健康的关系， 并检验了工资收入对健康损耗的补偿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加班时长与健康之间呈 “倒 Ｕ 型” 曲线关系， 加班超过一定限度会对劳动

者的健康产生损耗作用； 工资收入对健康损耗过程具有补偿效应以减缓健康的损耗过程，

但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并未得到应有的加班工资； 相较于男性， 过劳时长对女性的健康损耗

作用更大。 研究认为， 应该推进劳动法规的真正落实， 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监管， 以保障劳

动者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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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 ２０ 年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长居高不下。 如

图 １ 所示， 中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长高于部分典型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调查周平均工作时长为 ４６􀆰 ８ 小时， 其中男性为 ４７􀆰 ８ 小时，

女性为 ４５􀆰 ５ 小时； 在公布的 １９ 个行业中， 有 １８ 个行业的周平均工作时长超过 ４０ 小

时， 有 １４ 个行业超过 ４４ 小时， 其中最高的住宿和餐饮业为 ５１􀆰 ９ 小时， 次高的批发和

零售业为 ４９􀆰 ７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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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世界部分国家平均工作时长

资料来源： 中国数据来自于历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ＯＥＣＤ ） 官网。

工作时间过长对劳动者的健康有不利影响， 其极端表现形式是过劳死和过劳自杀。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 １９８０ 年代， 开始将 “过度劳动” （简称 “过劳”） 视为一个普

遍的社会问题 （Ｔｓｕｔｓｕｍｉ， ２０１９； 高见具广， ２０２０）， 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

面临的阵痛。 有研究指出， 被动因素是中国劳动者 “过劳” 的首因， 占到整体成因的

８０％以上 （朱玲， ２００９； 孟续铎， ２０１３）， 雇主通过 “去技能化” 和 “管理劳动者的

‘心’” 以更少抵抗和更低成本来使得劳动者加班， 从而实现对其剩余价值的占有 （庄
家炽， ２０１８）。 马克思的工作日理论认为， 劳动者工作日的最高界限取决于劳动力的身

体界限和社会的道德界限， 而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决定了其本性就是要最大可能的延长

工作日 （马克思， ２０１８）。
因此， 工作时长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予以限制， 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和

健康权， 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简称

《劳动法》） 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８ 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

超过 ４４ 小时的工时制度， 但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完全落实。 社会普遍的过度劳

动会降低整体国民健康水平， 由此导致的健康人力资本的损失可能会对未来发展的可

持续性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 工作时间过长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各行各业， 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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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劳动的成因、 后果及其预防， 并推动 《劳动法》 等相关规定的真正落实是十分必

要的。

二　 过度劳动与健康的关系

“过度劳动” 概念是描述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因劳动强度过大、 劳动时间过长而受损

的现象。 有学者将 “过度劳动” 定义为一种状态： 劳动者在其工作过程中由于超时、
超强度的劳动行为导致的疲劳蓄积且通过少量休息无法恢复的状态 （孟续铎， ２０１３），
是 “人力资源在较长时期的过度使用” （王艾青， ２００７）。 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行

为： 劳动者在长期疲劳的状态下仍然提供超时、 超强度劳动的行为 （王丹， ２０１０）。 无

论从何种角度来定义， 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是衡量其劳动是否过度的重要方面， 本研究

将 “过度劳动” 概念视同于 “工作时间过长”。
根据流行病学相关研究可知， 工作时间过长会对劳动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 过度劳动与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肌肉骨骼病症、 肥胖

等疾病 （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２０１９； Ｓｕ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王欣、 杨婧， ２０２０）， 与抑郁症状、 紧

张、 焦虑、 自杀倾向等心理状态 （Ａｆｏｎｓ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Ｓａｔ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 与抽烟、

酗酒、 暴饮暴食等不健康行为 （Ａｈｎ， ２０１６； Ｏｋａｍｏｔｏ， ２０１９； Ｔｓｕｔｓｕｍｉ， ２０１９）， 以

及与自评健康指标等 （ Ｃｏｎｗａｙ ｅｔ ａｌ􀆰， ２ ０１７； 张抗私等， ２０１８ ） 都存在较强的关

联性。
过度劳动主要通过疲劳蓄积和时间挤压来对劳动者的健康产生损耗作用。 其一，

增加了劳动者的职业风险暴露时间； 其二， 工作时间过长本身就是工作负荷过重的表

征， 工作压力过大还会导致不健康行为的增加 （Ｔｓｕｔｓｕｍｉ， ２０１９； 高见具广， ２０２０）；
其三， 通过对其他活动的时间挤压而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并与诸多因素发生交互作

用 （石建忠， ２０１９）。 例如， 通过挤压劳动者的生活时间， 造成工作—生活之间的冲

突， 减少参加娱乐活动、 社交活动和体育锻炼 （李东平等， ２０１８； Ｔｓｕｔｓｕｍｉ， ２０１９； 高

见具广， ２０２０）； 被工作挤压的睡眠时间以及由工作产生的焦虑、 紧张、 抑郁等心理状

态， 会导致睡眠障碍和睡眠不足， 导致疲劳感持续蓄积、 精力难以有效恢复， 使得注

意力涣散、 工伤事故风险增加 （ Ａｆｏｎｓ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Ｖｉｒｔａｎｅｎ ＆ Ｋｉｖｉｍäｋｉ， ２０１８；
Ｏｋａｍｏｔｏ， ２０１９； 王欣、 杨婧， ２０２０）。

然而， 也有研究认为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的负向关系并不显著。 他们认为， 每周

６０ 小时以内的工作时长会存在 “工作狂效应”， 越热衷于工作的人其工时越长 （Ａｌ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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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在控制众多协变量和未观察到的个体异质性后，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长时

间工作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健康或生活方式 （Ｎ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不是工作时间长短而是

工作狂的心态使得劳动者的健康受损， 但工作狂又因为拥有更多资源而阻止了健康损

耗 （Ｂｒｕｍｍｅｌｈｕ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Ｂｒｕｍｍｅｌｈｕｉｓ ＆ Ｒｏｔｈｂａｒｄ， ２０１８）。 需要注意的是， 本领

域的研究应当关注到那些工作时间特别长的人群。
总体而言， 多数研究发现过度劳动对健康的损耗作用是显著的， 并且这种相关

性适用于各种健康结果指标。 然而，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流行病学领域， 其使用的

健康指标大多为特定疾病， 且对其社会经济后果的讨论不充分。 事实上， “健康” 是

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既包括身体健康， 也包括心理健康， 还包括大量潜在的、 无法

直接观测的其他内容。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简称 ＷＨＯ） 对

健康的定义： “健康” 是一种 “在躯体上、 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上达到完美的状

态，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因此， 研究工作时长的社会经济后果比较适合使

用综合性的健康指标———自评健康 （ｓｅｌｆ － 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受访者的自评健康整合了许

多潜在的维度 （如身体、 心理、 社会等）， 自评健康指标对未来的发病率、 死亡率和

卫生服务利用等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 能够为理解综合健康状况提供一个有力的工

具 （Ｍｏｓｓｅｙ ＆ Ｓｈａｐｉｒｏ， １９８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４）。 虽然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几乎

是一个常识， 但国内对于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关系的量化研究并不多， 本研究将是

一个必要的补充。

三　 过度劳动的健康损耗机制探讨

如前所述， 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流行病学领域， 他们大多假定工作时长与健康之

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 但充分考虑劳动者的社会经济背景时会发现， 二者之间的

线性关系假定可能存在问题。 不仅如此， 这些研究对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存在的双向

因果关系关注不够， 未能充分考虑这种联立性偏误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ｂｉａｓ） 对分析结果的影

响， 这也是二者之间线性关系的假定需要被质疑的重要原因。 此外， 部分研究对工作

时间异质性、 工资收入的补偿效应、 人群异质性的考虑并不充分， 分析不同变量对二

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过度劳动对健康的损耗机制。
（一） 健康损耗的非线性关系

一方面， 劳动不足或工作时间过短难以满足劳动者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同样会对

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Ｗａｒｒ， ２００７； 吴伟炯， ２０１６； 李蓉云， ２０１９）， 有研究将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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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为 “期望与实际工作时长不匹配” （Ｗｏｏｄ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Ｂ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而本

研究所讨论的过度劳动现象， 需要把这部分劳动不足的群体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 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存在着 “健康工人效应” （Ｌｉ ＆ Ｓｕｎｇ， １９９９）， 即

只有那些更健康的人才能实现更长的工作时间， 突发健康问题或健康状况较差会导致

其缩短劳动供给时间， 甚至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 （秦立建等， ２０１２； Ｍｉｌ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Ｄｉｎ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健康工人效应” 对该领域研究的最大挑战有两点： 第一，
调查样本存在自选择偏误 （ｓｅｌｆ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因健康问题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这部

分人难以被捕捉到 （Ｓｐ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０３）； 第二， 联立性偏误 （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ｂｉａｓ） 可能会

使得样本估计结果有偏， 即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互为因果， 越健康的劳动者工作时间

越长， 工作时间越长反过来又会损耗其健康 （Ｙａｍａｄ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因此， 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 一方面， 工作时长与健康

之间存在相互选择关系， 不健康会导致工作时间缩短甚至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 工作

时间过长会导致不健康； 另一方面， 劳动不足对健康也有负面影响。 因此， 工作时间

过短和工作时间过长的人其健康状况都相对更差， 工作时间适度的劳动者反而是最健

康的。 据此推断， 二者之间可能呈现为 “倒 Ｕ 型” 曲线， 曲线上能找到一个健康水平

的顶点 （Ｄｉｎ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张抗私等， ２０１８； Ｗ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这个顶点可能是对

健康最有利的工作时长。 对于超出法定工作时长上限的劳动者而言， 其健康顶点可能

是在加班时长较短的地方。 另外， 根据曲线关系假定可以推测， 加班时长的前后阶段

存在异质性， 加班时间越长时越难以忍受， 随着加班时间延长， 健康损耗效应会不断

增强 （Ｐｆｅｆｆｅｒ， ２０１８）。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在不合理的工作时长内， 加班时间越长， 健康损

耗效应越严重。
（二） 工资收入对健康的补偿效应

如前所述， 现有研究绝大多数都得出了工作时长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但那些认为

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的少数派观点也值得注意， 他们对本领域研究的

最大贡献是提出了 “健康损耗的资源补偿” 机制， 认为工作狂在付出大量工作时长的

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资源， 这些资源阻止了工作对他们的健康损耗 （Ｂｒｕｍｍｅｌｈｕ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Ｂｒｕｍｍｅｌｈｕｉｓ ＆ Ｒｏｔｈｂａｒｄ， ２０１８）。
有研究指出， 工资收入对健康具有补偿效应。 一方面， 更高的收入能够降低劳动

者的健康风险 （Ｃａｒｕｓ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朱晶晶， ２０２０）； 另一方面， 收入与健康之间存在

循环效应， 健康的劳动者可以增加劳动供给从而获得更多收入， 收入增加又使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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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进一步改善 （尹庆双等， ２０１１； 王琼、 叶静怡， ２０１６）。 因此， 收入也是一个需要

考虑的因素， 它有可能作为对健康的补偿因素发挥正向作用， 也有可能作为调节因素

对健康损耗过程发挥调节作用， 使得损耗过程更加平缓。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２： 工资收入越高， 加班时长的健康损耗效应越

平缓。

（三） 人群的异质性

不同人群对工作时长的忍受程度不同， 因此过度劳动的健康损耗作用可能存在人

群异质性。 例如， 健康损耗效应可能存在性别异质性， 由于整体社会安排的性别角色

分工， 女性在家庭责任上承担更多， 过度劳动对其造成的工作—生活冲突更严重， 因

此其健康损耗作用比男性更严重 （Ｄｉｎ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Ｒ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张抗私等，

２０１８； 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是劳动的两个维度， 工作时长的健康损耗作用会由于工作强

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不同职业的劳动强度并不相同， 单位时间内劳动者的身心消

耗存在差异， 其体力、 脑力、 情绪等付出存在差别， 不同人群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

使得其健康损耗效应存在异质性 （吴伟炯， ２０１６； 张抗私等， ２０１８）。 一般来说， 受教

育程度越低的人拥有的人力资本更低， 不得不接受低技能、 低收入、 高负荷的工作，

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 （刘林平等， ２０１０； 罗燕、 李溢航， ２０１４； 郭正模，

２０１５）， 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严重加班高度相关， 形成对这部分劳动者的 “二次打击”

（孙中伟等， ２０１８）。 更进一步说， 个体在职业等级系统中的地位可能会影响其健康水

平。 职位高低意味着心理环境 （如工作的价值、 职业发展空间等） 和工作环境 （如接

触有害物质、 危险作业等） 的差异 （Ｐｆｅｆｆｅｒ， ２０１８）， 工作中的决策权和自由裁量权会

对健康产生影响 （Ｔａｒｕｍ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此外， 企业对职位更高者的依赖性相对更强

（罗燕、 李溢航， ２０１４）， 使得其在工作中更有获得感。 因此， 相较于普通员工， 管理

者具有相对优势地位， 其健康水平可能相对更高。 但也有研究认为， 与职业技能水平

较低的人相比， 职业技能水平较高的人因工作时间增加而导致的健康损耗程度更高

（Ｍｉｌ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３： 与男性相比， 加班时长对女性的健康损耗效应更

严重。 此外， 本文还提出假说 ４： 相较于普通员工， 加班时长对管理者的健康损耗效应

更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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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及方法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简称

ＣＦＰＳ）， 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 ＩＳＳＳ） 实施， 样本覆盖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 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调查数

据。 ＣＦＰＳ 于 ２０１０ 年开展基线调查， 此后每两年追踪一次， 考虑到样本流失对样本结构

的影响， 以及研究变量的选取， 本研究使用 ２０１２ 年 ＣＦＰＳ 成人数据库作为研究数据。

作为第一次追踪调查， ２０１２ 年 ＣＦＰＳ 成功追访了基线调查 ８０􀆰 ６％ 的样本 （Ｘｕ ＆ Ｘｉｅ，
２０１６）， 含当年新增成员共 ３５７１９ 个样本。

本研究将分析对象限定在劳动年龄人口 （女性为 １６ ～ ５５ 岁， 男性为 １６ ～ ６０ 岁）
非农就业受雇者中每月工作时间超过法定上限的劳动者， 初步筛选得到样本 ３５３６ 个。
在此基础上， 逐步剔除掉目前正在上学、 自评健康锚点情境题缺失、 不符合锚点 ＶＥ 假

定 （吴菲， ２０１９）、 工作时长缺失、 月收入缺失样本后， 最终得到研究分析样本

２２２４ 个。
（二） 因变量

研究的因变量是通过锚点情境法调整后的自评健康得分。 ２０１２ 年 ＣＦＰＳ 自评健康问

题为 “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 被访者从四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非常健康为 １，

很健康为 ２， 比较健康为 ３， 一般为 ４， 不健康为 ５）。 自评健康得分严格来说属于定类

变量或定序变量， 由于健康评价标准不统一， 存在着回答异质性问题 （吴菲， ２０１９；
吴琼、 张沛康， ２０２０）。 为解决上述问题， 锚点情境法调整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

方面， 健康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统一， 能够减少部分回答异质性； 另外， 经调

整后的自评健康得分可以作为定距变量使用， 使得本研究中健康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和

边际效应可以通过预测图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

首先， 本文对数据中自评健康的答案选项进行翻转编码， 得分越高代表越健康。
其次， 锚点情境法调整的应用条件是满足 ＶＥ 假定 （吴菲， ２０１９）， 因此需要对符合

ＶＥ 假定的样本进行筛选： ２０１２ 年 ＣＦＰＳ 设计了两个不同健康水平的情境让被访者评分

（具体内容请参考 ２０１２ 年 ＣＦＰＳ 成人问卷）， 当被访者对这两个情境的评分高低符合情

境设计的顺序时， 则满足 ＶＥ 假定。 根据样本筛选过程， 有 ８７􀆰 ３％的人符合 ＶＥ 假定。

最后， 根据被访者对两个情境评分的中间值与标准的中间值 （定义为 ３􀆰 ５ 分）， 对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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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得分进行平行等距标准化 （王广州、 王军， ２０１３； 吴菲， ２０１９）， 最终得到调整后

的自评健康得分。

为探讨自评健康得分调整的效果和结果稳健性， 本研究还使用其他健康指标进行

对比。 一是未调整的自评健康得分； 二是两周不适指标， “过去两周内， 您是否有身体

不适？”； 三是慢性病指标， “过去六个月内， 您是否患过经医生诊断的慢性疾病？”。 在

应用这些指标时， 都进行了翻转编码， 即得分越高代表越健康， 使得模型结果的正负

方向具有可比性。

（三） 核心自变量

根据研究假说， 核心自变量为月过劳 （法定外） 时长、 月收入、 性别和是否为管

理者。 由于 “月过劳时长” 和 “月收入” 都呈右偏态分布， 因此在分析中取其对数。

“每月工作时长” 通过两个问题计算而来： “过去一年里， 您这份工作一般每月工作几

天？”、 “过去一年里， 您这份工作一般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 工作时间不包括午休时

间， 但包括加班时间， 不管是否有报酬”。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理论， 过度劳动应当包含

数量和密度两个维度， 但囿于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密度在调查中无法测量， 本研究仅使

用法定外的工作时长来代表劳动者的过度劳动状态。 根据 《劳动法》 规定， 国家实行

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８ 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４４ 小时的工时制度； 用

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

得超过 １ 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

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 ３ 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 ３６ 小时。 据此推算， 法定月工作

时长上限 ＝ （４４ ÷ ７） × ３０ ＋ ３６≈２２４􀆰 ６ 小时。 因此， 本研究将 “月过劳 （法定外） 时

长” 操作化定义为每月工作时长超过法定上限 ２２４ 小时的部分。

其他几个核心自变量分别为： 月收入、 性别、 是否为管理者。 其中， “月收入” 通

过这份工作的年收入、 实物福利折现和被扣除的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金额计算得到； “是

否为管理者” 由问题 “您在这家公司 ／这个单位 ／这项生意中是否有直接的下属？” 得

到， 并通过自答的 “管理人数” 进行修正调整。

（四） 控制变量

研究工作时长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主要需要控制的是职业上的差异、 个人生理差异

和家庭责任差异。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 年龄 （连续变量）、 工作场所 （户外为 ０， 车

间为 １， 室内的办公室或营业场所为 ２）、 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为 ０， 大学及以上为 １）、

婚姻状况 （不在婚为 ０， 在婚为 １）、 １２ 岁时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为 ０， 非农户口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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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析方法与策略

为考察过度劳动对健康的影响， 首先区分不同程度的过度劳动， 按照法定最长加

班时长 ３６ 小时 ／月， 划分为轻度过劳 （０ ～ ３６ 小时）、 中度过劳 （３７ ～ ７２ 小时）、 高度

过劳 （７３ ～ １０８ 小时） 和绝对过劳 （１０８ 小时以上）。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为检验研究假说， 建立了一组多元回归模型： 首先， 模型 １ 是锚点情境法调整后

的自评健康得分对核心自变量的回归模型， 为探讨过度劳动与因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 模型中加入 “月过劳时长对数” 的平方项， 以及控制变量组； 其次， 模型 ２ 是在

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月收入对数、 性别和是否为管理者分别与过劳时长对数的交互项；

最后，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 剔除掉部分不显著的交互项， 得到最终模型 ３。 在最终模型

３ 的基础上， 可以对自评健康得分进行预测， 观察性别、 年龄和收入对过度劳动健康损

耗效应的边际贡献。

为探讨调整后自评健康得分的效果以及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也在最终模

型 ３ 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 首先， 在模型 ４ 中， 本文加入 “两周不适” 和 “慢性病”

两个客观健康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其次对最终模型的因变

量指标进行替换： 在模型 ５ 中， 将因变量替换为调整前自评健康得分； 在模型 ６ 中，

替换为 “两周不适” 指标， 建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在模型 ７ 中， 替换为 “半年慢性病” 指

标， 建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全部模型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另外， 由于加班时长与健康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需要尽量避免或评估 “健康

工人效应” 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为避免这种内生性的影响， 可以借助诸如固定效应模

型、 工具变量或准实验设计 （Ａｈｎ， ２０１６； Ｃｙｇａｎ － Ｒｅｈｍ ＆ Ｗｕｎｄｅｒ， ２０１８） 等方法；

或者尽可能地控制混淆变量， 比如将研究样本限制在那些没有任何慢性疾病的群体中

（Ｒ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但这种做法会使得研究样本有偏， 其研究结果无法代表那些不太

健康的群体。 本研究加入两周不适和慢性病指标的控制变量 （模型 ４）， 可以避免这样

的偏误。 事实上， 本研究中 “健康工人效应” 并不会扭曲其原本的作用关系， 从 “健

康工人效应” 的反事实结果来看， 原本不健康的人如果加班时间更长了， 这会进一步

损耗其健康， 因此加班时长的健康选择性只会导致对健康损耗作用的低估； 也就是说，

本研究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只会是相对保守的结论。 作为补充， 还将利用广义倾向得分

匹配方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简称 ＧＰＳ） 评估过劳程度的平均实验效应， 以

减少样本自选择性偏误造成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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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过劳类型

轻度过劳 中度过劳 高度过劳 绝对过劳

（０ ～ ３６ｈ） （３７ ～ ７２ｈ） （７３ ～１０８ｈ） （１０８ｈ ＋ ）
总样本

４２􀆰 ７１％ １７􀆰 ７９％ ２１􀆰 ４９％ １８􀆰 ０１％ １００􀆰 ００％

标准差 总样本量

自评健康（锚点调整后） ３􀆰 ５５０ ３􀆰 ４４６ ３􀆰 ４５３ ３􀆰 ３２０ ３􀆰 ４６９ １􀆰 ２１７ ２０６０

自评健康（未调整） ３􀆰 ２１８ ３􀆰 ０６９ ３􀆰 １１６ ３􀆰 ０３９ ３􀆰 １３７ １􀆰 １１８ ２０６０

月过劳时长对数 ２􀆰 ７６３ ３􀆰 ９３０ ４􀆰 ３９１ ５􀆰 ０３９ ３􀆰 ７３０ １􀆰 ０５０ ２０６０

月收入对数 ７􀆰 １４５ ７􀆰 ２４９ ７􀆰 １４５ ７􀆰 ２２４ ７􀆰 １７８ ０􀆰 ９１９ ２０６０

年龄（岁） ３５􀆰 ４１６ ３４􀆰 ２１３ ３６􀆰 ３５１ ３４􀆰 ４９６ ３５􀆰 ２３７ １１􀆰 １４７ ２０６０

性别 男性 ５８􀆰 ８２％ ６５􀆰 ４８％ ６４􀆰 ９０％ ６１􀆰 ５９％ ６１􀆰 ８１％ — ２０６０

工作场所

户外 ３０􀆰 ７３％ ３６􀆰 ５９％ ３６􀆰 ５２％ ３１􀆰 ６０％ ３３􀆰 １５％ —

车间 ２９􀆰 ５３％ ３３􀆰 ２９％ ２７􀆰 ５３％ ２９􀆰 １４％ ２９􀆰 ７０％ —

室内 ３９􀆰 ７４％ ３０􀆰 １２％ ３５􀆰 ９４％ ３９􀆰 ２６％ ３７􀆰 １５％ —

１９５０

管理者 是 １１􀆰 ５２％ １０􀆰 ７３％ ８􀆰 ９４％ ９􀆰 ３３％ １０􀆰 ４３％ — ２０４９

教育水平 大学及以上 ７􀆰 ４４％ ７􀆰 ２１％ ５􀆰 ６７％ １􀆰 ３７％ ５􀆰 ９３％ — ２０６０

婚姻状况 在婚 ７７􀆰 ２９％ ７３􀆰 １４％ ７８􀆰 ２１％ ７５􀆰 ３６％ ７６􀆰 ４０％ — ２０６０

１２ 岁时户口 非农 １１􀆰 ７４％ １０􀆰 ８３％ １０􀆰 ９４％ １４􀆰 ９２％ １１􀆰 ９６％ — ２０３２

两周不适 是 ２４􀆰 ４０％ ２８􀆰 ３７％ ２６􀆰 ３９％ ２８􀆰 ７９％ ２６􀆰 ３３％ — ２０６０

慢性病 是 ６􀆰 ８７％ ８􀆰 ５０％ ７􀆰 ４７％ ６􀆰 ９７％ ７􀆰 ３１％ — ２０６０

　 　 注： 描述性统计基于全国总样本的个人横截面权数加权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果分析

根据表 １ 结果， 可以观察不同过劳程度劳动者的基本特征。 首先， 从自评健康指

标、 两周不适和慢性病指标来看， 轻度过劳群体健康状况相对最好， 绝对过劳群体的

相对最差。 其次， 从月收入对数来看， 并非过劳程度越高收入越高。 中度过劳群体的

收入相对最高， 其次为绝对过劳群体， 但绝对过劳群体也仅仅比轻度过劳群体的收入

高 ８􀆰 ２２％ （ｅ７􀆰 ２２４ － ７􀆰 １４５ － １）， 而其总工作时长比之增加了 ５８􀆰 ２０％ 。 也就是说， 绝对过劳

群体微弱的收入优势是通过极不成比例地投入过度劳动而得到， 这部分超出正常范围

的劳动时间并未得到应有的工资回报。 第三， 从性别来看， 轻度过劳群体中的女性比

例相对更高， 中度过劳群体中的男性比例相对更高； 从年龄来看， 高度过劳群体年龄

相对更大， 中度过劳群体年龄相对更小。 第四， 从工作场所来看， 中度过劳群体中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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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和车间工作的比例相对更高， 轻度过劳和绝对过劳群体中室内 （办公室 ／营业场所）

工作的比例相对更高。 第五， 从教育水平来看， 过劳程度越高， 高中及以下的比例越

高； 从婚姻状况来看， 中度过劳群体中不在婚的比例相对更高； 从 １２ 岁时的户口类型

来看， 绝对过劳群体中非农户口的比例相对更高。 综上， 轻度过劳群体中女性、 室内

工作、 管理岗位、 教育水平高的比例相对更高， 健康水平也相对更高； 中度过劳群体

中男性、 户外或车间工作、 年龄小、 不在婚的比例相对更高， 教育水平和收入也相对

最高， 但其客观健康状况最差； 高度过劳群体中男性、 户外工作、 年龄大、 在婚的比

例相对更高， 其收入相对更差； 绝对过劳群体中年龄小、 室内工作、 非农户口比例相

对更高， 受教育水平相对最低， 其自评健康最差， 两周不适的比例也相对最高， 但报

告慢性病的比例相对较低， 有可能是因为其对慢性病的认知和意识不强导致。 总体而

言， 过劳程度越高， 社会经济因素上的劣势越明显， 这部分印证郭凤鸣和曲俊雪

（２０１６）、 郭凤鸣和张世伟 （２０２０） 的研究结论。

根据表 ２ 可知， 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中的过劳时长对数平方项均显著为负， 说明过劳时

长与健康之间可能呈现为 “倒 Ｕ 型” 曲线关系， 但这种非线性关系的值域范围还有待

进一步判断。 模型 ３ 的月收入对数及其交互项均显著为正， 说明月收入对过劳时长的

作用具有调节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 模型 １ 在未加入该交互项时月收入的作用并不显

著， 而模型 ３ 在加入交互项后， 月收入变量估计结果转为显著， 这说明月收入对自评

健康的作用可能被过劳时长所掩盖。 月收入的主效应系数为负、 交互项系数为正， 这

说明在到达一定的加班时长后 （ｅ
０􀆰 ２２５
０􀆰 ０６９( )＝ ２６􀆰 １ 小时）， 收入对健康的正向作用才能显现

出来， 收入补偿效应得以显现， 收入补偿效应的结果在模型 ４ 中具有稳健性。

表 ２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自评健康

（调整后）
自评健康

（调整后）
自评健康

（调整后）
自评健康

（调整后）
自评健康

（调整前）
两周不适

半年

慢性病

过劳时长对数
０􀆰 ２１２∗

（０􀆰 ０９４）
－ ０􀆰 ４４９
（０􀆰 ２３７）

－ ０􀆰 ３０７
（０􀆰 ２３１）

－ ０􀆰 ２５３
（０􀆰 ２１７）

－ ０􀆰 ０４６
（０􀆰 ２１２）

０􀆰 ５２６
（０􀆰 ４４４）

－ ０􀆰 ５８４
（０􀆰 ７２７）

过劳时长对数平方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４）

月收入对数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２）
－ ０􀆰 ２１４
（０􀆰 １１４）

－ ０􀆰 ２２５∗

（０􀆰 １０７）
－ ０􀆰 ２１８∗

（０􀆰 １００）
－ ０􀆰 ０８７
（０􀆰 ０９８）

０􀆰 ４７１∗

（０􀆰 ２２３）
－ ０􀆰 ３５２
（０􀆰 ３５３）

性别

（女性 ＝ ０）
０􀆰 ３４６∗∗∗

（０􀆰 ０６１）
－ ０􀆰 ２６０
（０􀆰 ２３０）

０􀆰 ３４４∗∗∗

（０􀆰 ０６１）
０􀆰 ２５７∗∗∗

（０􀆰 ０５８）
０􀆰 ３０７∗∗∗

（０􀆰 ０５６）
０􀆰 ６０１∗∗∗

（０􀆰 １２２）
０􀆰 ６０６∗∗

（０􀆰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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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自评健康

（调整后）
自评健康

（调整后）
自评健康

（调整后）
自评健康

（调整后）
自评健康

（调整前）
两周不适

半年

慢性病

年龄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９）
工作场所

车间

－ ０􀆰 １６６∗

（０􀆰 ０７２）
－ ０􀆰 １５２∗

（０􀆰 ０７２）
－ ０􀆰 １６５∗

（０􀆰 ０７２）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６８）
－ ０􀆰 ２２９∗∗∗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５７
（０􀆰 １４１）

０􀆰 ０１６
（０􀆰 ２２０）

工作场所

室内

－ ０􀆰 ２３６∗∗

（０􀆰 ０７２）
－ ０􀆰 ２２１∗∗

（０􀆰 ０７２）
－ ０􀆰 ２２９∗∗

（０􀆰 ０７２）
－ ０􀆰 ２１３∗∗

（０􀆰 ０６８）
－ ０􀆰 １６５∗

（０􀆰 ０６６）
０􀆰 １３８

（０􀆰 １４１）
０􀆰 ２９３

（０􀆰 ２２２）

管理者

（否 ＝ ０）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９０）

０􀆰 ４９２
（０􀆰 ３３０）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９０）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４）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３６
（０􀆰 １８２）

－ ０􀆰 ０６０
（０􀆰 ２９５）

大学及以上

（否 ＝ ０）
－ ０􀆰 ２６２∗

（０􀆰 １１８）
－ ０􀆰 ２７２∗

（０􀆰 １１８）
－ ０􀆰 ２６３∗

（０􀆰 １１８）
－ ０􀆰 ３０２∗∗

（０􀆰 １１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１０８）

－ ０􀆰 ２０３
（０􀆰 ２４４）

－ ０􀆰 １７７
（０􀆰 ４２７）

在婚

（不在婚 ＝ 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７０）

０􀆰 ２７１
（０􀆰 １５０）

－ ０􀆰 ０２７
（０􀆰 ２５９）

１２ 岁时非农户口 （否 ＝
０）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６）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８０）

－ ０􀆰 １６９
（０􀆰 １８０）

－ ０􀆰 ３０７
（０􀆰 ２６６）

月收入对数 × 过劳时长

对数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６）
－ ０􀆰 １０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９
（０􀆰 ０８９）

男性 × 过劳时长对数
０􀆰 １６２∗∗

（０􀆰 ０５９）

管理者 × 过劳时长对数
－ ０􀆰 １４１
（０􀆰 ０８７）

两周不适 　 　
０􀆰 ８０６∗∗∗

（０􀆰 ０５９）

慢性病 　 　 　 　
０􀆰 ５９４∗∗∗

（０􀆰 ０９８）

截距项
４􀆰 ００２∗∗∗

（０􀆰 ３０６）
６􀆰 ２２０∗∗∗

（０􀆰 ８３４）
５􀆰 ８５１∗∗∗

（０􀆰 ８１０）
４􀆰 ４４１∗∗∗

（０􀆰 ７７３）
４􀆰 ４８８∗∗∗

（０􀆰 ７４４）
－ １􀆰 ０６４
（１􀆰 ５９８）

６􀆰 １９２∗

（２􀆰 ６４０）
样本量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２０７６ ２０７６

Ｒ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９ ０􀆰 １８９ ０􀆰 ０８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０

　 　 注： 模型 １ 到模型 ５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 并基于全国总样本的个人横截面权数加权计算； 模型 ６ 到模型 ７ 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未进行加权计算；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５％ 、 １％ 、 ０􀆰 １％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为判断过劳时长与健康之间 “倒 Ｕ 型” 曲线关系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需要考察曲

线的拐点是否在自变量的值域范围内。 过劳时长对健康的作用关系受到收入的调节作

用， 选取月收入四分位的 Ｑ１ （２５％ ）、 Ｑ２ （５０％ ） 和 Ｑ３ （７５％ ） 点分析发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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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Ｕ 型” 曲线的顶点位置分别位于 ６􀆰 ８ 小时、 １２􀆰 ０ 小时和 １８􀆰 ０ 小时。 也就是说， 较

短时间的加班时长对于健康可能是有利的， 少量加班与自评健康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更进一步分析， 由于 “倒 Ｕ 型” 曲线的顶点位置比较靠前， 位于顶点左侧的人群仅占

３％ ～７％ （如图 ２ 所示）， 这意味着大多数的人位于 “倒 Ｕ 型” 曲线的右半支。 过劳

时长与健康之间的 “倒 Ｕ 型” 曲线关系在控制客观健康指标的模型 ４ 和自评健康得分

未调整的模型 ５ 中也是稳健的， 过劳时长对自评健康的损耗作用得到支持。

图 ２　 月过劳时长的分布频率与累积百分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由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的性别和年龄系数可知， 男性比女性的自评健康更高， 年轻者

比年长者自评健康更高， 这与人们的常识预期相符， 且结果在其他健康指标的模型中

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是否为管理者” 变量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 说明是否为管理者

与健康水平之间可能没有直接关联。 在模型 ２ 中， 性别与过劳时长对数的交互项显著，

但主效应不显著； 是否为管理者与过劳时长对数的交互项也不显著。

此外， 月收入对数和教育程度在模型 ３ 中显著， 但在因变量替换为锚点情境法调

整前自评健康的模型 ５ 中不显著。 因此， 调整后的自评健康变量更容易被其他社会经

济因素的变量所解释或预测， 说明锚点情境法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掉变量测量

上的异质性， 使得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更不容易被测量误差所掩盖。

为直观地展示过度劳动的健康损耗效应以及收入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绘制了年龄、

月收入在模型中的边际效应图，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上方两张小图是以月过劳时长

对数为横坐标， 下方两张小图是月过劳时长小时数为横坐标。 从图 ３ 下方两张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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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趋势可以看到， 自评健康得分的顶点确实位于法定外加班时长较短的位置， 健康

损耗效应主要发生在 “倒 Ｕ 型” 曲线右半支。 当边际效应图的横坐标从对数被还原时，

过顶点后的斜率逐渐增大的趋势被稀释， 表现为随过劳时长增加健康损耗斜率逐渐减

小的趋势， 但这是数据取对数处理的结果， 并不影响对假说 １ 的支持。 从右下角的小

图可知， 对于位于顶点右侧的大部分劳动者而言， 收入越高其健康水平越高； 由于收

入与过劳时长之间还存在交互效应， 收入越高， 健康下降的趋势越平缓， 与之相应的

不存在交互效应的年龄曲线则表现为平行趋势， 因此收入表现为明显的补偿效应。 此

外， 工资收入的补偿效应在模型 ４ 中的表现最为稳健。

图 ３　 过度劳动对健康损耗的年龄、 月收入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六　 过劳程度的平均实验效应

作为补充， 本研究将通过广义倾向得分匹配 （ＧＰＳ） 方法， 从可观测的变量上最

大程度地消除样本的自选择性， 计算过劳程度对健康的平均实验效应。 传统的倾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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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法 （ＰＳＭ） 只能评估二分类实验变量的平均实验效应， 不能识别不同程度的过度

劳动导致的不同健康水平。 与传统 ＰＳＭ 相比， ＧＰＳ 能够区分不同的实验 ／干预强度 （剂

量）， 对定距变量的平均实验效应进行评估。 该方法借鉴了生物医药研究中分析药物剂

量作用的剂量响应函数 （ｄｏ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其主要思想和基本原理可参考 Ｈｉｒａｎｏ

＆ Ｉｍｂｅｎｓ （２００４）， Ｓｔａｔａ 安装包及不同情况下的方程参数设定可参考 Ｂｉａ ＆ Ｍａｔｔｅｉ

（２００８）， 本文仅给出本研究所设定的方程及参数。

首先， 假设劳动者 ｉ 的月过劳时长对数 ｌｎ （Ｔｉ） 的决定方程为：

ｌｎ（Ｔｉ） ＝ β０ ＋ ∑ ｋ

ｍ ＝ １
βｍＸ ｉｍ ＋ εｉ （１）

式 （１） 中， Ｘ ｉ 为月过劳时长对数的决定变量， ｍ 为决定变量的序号 （ｍ ＝ １， ２，

３……）， ｋ 为决定变量的数量， β０ 和 βｍ 为估计系数， εｉ 为误差项。 选取多元协变量 Ｘ

时要求， 既影响实验强度 Ｔ， 也影响实验结果 Ｈ。

在这个决定模型中， 纳入性别、 年龄、 月工资对数、 体力劳动、 社保缴纳、 受教

育年限、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 ＩＳＥＩ）、 两周不适， 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由

表 ３ 的估计， 月工资对数越高， 加班时间越长； 体力劳动比非体力劳动的过劳时长更

长； 是否交社保可以视为用工规范程度的指标， 即用工越规范， 加班时间越短； 受教

育年限越长， 过劳时长越短；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过劳时长越长。 上述估计结果基本

符合理论预期， 过劳时长方程的设定基本合理。

表 ３　 劳动者过度劳动时长对数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性别

（女性 ＝ 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７）
受教育年限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６）

年龄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月工资对数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３）
两周不适

（是 ＝ ０）
－ ０􀆰 ０９６∗

（０􀆰 ０４８）

体力劳动

（否 ＝ ０）
０􀆰 １７５∗∗∗

（０􀆰 ０４７）
截距项

３􀆰 ４７４∗∗∗

（０􀆰 ２０４）

社保缴纳

（否 ＝ ０）
－ ０􀆰 １８１∗∗∗

（０􀆰 ０５５）

样本量

ＢＩＣ

２０８９

－ １５７８５􀆰 ９４０

　 　 注： 模型未进行加权计算；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 ５％ 、 １％ 、 ０􀆰 １％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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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个体特征 Ｘ ｉ 的条件下， 可以得到期望 ／潜在的过劳时长对数 ｌｎ （Ｔ＾ ｉ）。 假定

月过劳时长对数 ｌｎ （Ｔｉ） 的条件概率密度分布为正态分布， 则实际月过劳时长对数 ｌｎ

（Ｔｉ） 出现的概率 （广义倾向得分 Ｒ＾ ｉ） 如式 （２） 所示：

Ｒ＾ ｉ ＝ １
２πσ^２

ｅｘｐ － １
２σ^２｛ｌｎ（Ｔｉ） － ｌｎ（Ｔ＾ ｉ）｝[ ] （２）

匹配法的目标是达成 “控制条件下无混淆”， 以最大程度地消除样本的自选择性。

根据条件独立性假定， 要求在控制条件下， 月过劳时长与潜在健康水平是相互独立的。

一般认为， 如果在所有可能影响健康的变量上 （除了过劳时长）， 控制组和干预组都是

相同或相近的， 则可称之为平衡的。 因此， “平衡性检验” 要求， 在控制广义倾向值 Ｒ＾ ｉ

一致的条件下， 月过劳时长 Ｔ （或其分组） 与潜在健康水平的决定变量 Ｘ 相互独立。

为满足平衡性检验， 除了要求选取合适的协变量 Ｘ 外， 还要求对样本进行合适的

匹配分组。 本研究将法定外加班时长的 ３６ 小时、 ７２ 小时和 １０８ 小时做分隔点， 分成 ４

个组别。 从平衡性检验的结果来看， 所有变量都在双侧检验时 ９５％置信区间上满足平

衡性检验①。 因此可以认为， 在个体特征相似的劳动者中， 其月过劳时长 （或其分组）

相当于是随机分配的。

其次， 在月过度劳动时长 Ｔｉ 和与之相应的广义倾向得分 Ｒ＾ ｉ 的条件下， 可以将个体

劳动者自评健康得分 Ｈｉ 的决定方程设定为：

Ｈｉ ＝ α０ ＋ α１Ｔｉ ＋ α２Ｒ
＾
ｉ ＋ α３Ｔｉ × Ｒ＾ ｉ ＋ μｉ （３）

个体劳动者自评健康得分估计方程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根据式 （３） 及其拟合

系数， 可以计算得到个体劳动者的自评健康得分的估计值。

表 ４　 自评健康得分的估计模型

变量 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过劳时长对数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交互项

－ ０􀆰 ２１１∗

（０􀆰 ０９２）

广义倾向得分
－ ３􀆰 １８３
（１􀆰 ７３０）

常数项
４􀆰 ２４８∗∗∗

（０􀆰 ３３４）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５％ 、 １％ 、 ０􀆰 １％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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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通过式 （４） 的 “平均剂量响应函数”， 可以计算特定月过劳时长点 ｔ 的平

均潜在自评健康得分； 通过对多个月过劳时长点 ｔ 的平均自评健康得分的比较， 可以评

估月过劳时长对劳动者健康的实验效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Ｈ（ ｔ）］ ＝ １
Ｎ∑

Ｎ

ｉ ＝ １
［α＾ ０ ＋ α＾ １ ｔ ＋ α＾ ２Ｒ

＾
ｉ ＋ α＾ ３ ｔ × Ｒ＾ ｉ］ （４）

如图 ４ 所示， 随着过劳时长的增长， 健康水平持续下降； 实验效应持续为负， 说

明加班时长对健康的损耗作用始终存在， 但随着加班时长的增加， 这种健康损耗的边

际效应持续减小。 因此， 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说即过劳时长的健康损耗效应得到支持。

图 ４　 过劳时长的健康效应曲线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讨论

基于 ２０１２ 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 本研究结合使用了锚点情境法、
多元线性估计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针对劳动年龄人口 （非农就业的受雇者） 中

每月工作时间超过法定上限的劳动者， 以过劳时长、 月收入、 性别、 是否为管理者等

变量， 重点分析了过度劳动的健康损耗效应以及工资收入的补偿效应。 研究发现， 首

先， 加班时长与健康之间呈现为 “倒 Ｕ 型” 曲线关系， 加班时长超过一定限度会对劳

动者的健康产生损耗作用， 曲线顶点位于每月法定外加班 １２ 小时 （即每月工作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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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 小时） 的位置， “少量加班有益于健康” 的数据表象是当前就业市场普遍过劳状况

下的非正常现象； 其次， 工资收入对过度劳动的健康损耗过程具有补偿效应， 能够部

分地减缓这一损耗过程， 但绝大多数的过度劳动者并未得到应有的加班工资。 此外，
针对本研究的结论、 不足以及其他相关未尽议题，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是健康 “倒 Ｕ 型” 曲线的政策意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本研究所观察到的健

康顶点位于法定加班时长外， 并不是论证了这种过度劳动具有合理性， 而是暴露了一

种反常的社会现象： 在普遍过劳的劳动力市场中， 如果劳动者仅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

工作， 就会处于 “劳动不足” 的状态， 成为就业市场中的失败者。 若能改善这种普遍

过劳的环境， 健康顶点会逐渐向法定标准的劳动时长靠拢。 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可持续性， 需要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和健康权， 防止过度劳动对就业机会的挤占

（王艾青， ２００７）， 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严格限制工作时长， 杜绝超长时间加班，
要加大执法力度和范围， 真正规范和落实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制度。

二是收入补偿效应的政策意涵。 在严格限制工作时长的前提下， 应当注重劳动者

的收入权益保障。 工资收入对劳动者的健康损耗具有补偿效应， 但现有劳动力市场下

的过度劳动， 并未使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工资收入补偿 （郭凤鸣、 张世伟， ２０２０）， 过度

劳动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 但这却是以工资率下降为代价的 （董延芳等， ２０１８）。 虽然

法律规定了超过标准工作时长的部分应该按照正常工时的 １􀆰 ５ ～ ３ 倍以上工资进行补

偿， 但过度劳动者甚至难以得到与正常工时同等的工资标准。 因此， 要规范加班工资

制度， 对小时最低工资做出规定 （郭凤鸣、 张世伟， ２０１８）， 使得劳动者得到应有的劳

动收入。

三是防治过度劳动的重点人群。 本文发现社会经济劣势越明显的人群， 其过劳程

度越高。 在解决过度劳动社会问题时， 应当重点关注体制外的基层岗位， 关注那些受

教育程度低、 收入低的劳动者， 他们是过度劳动的受害主体。 此外， 相较于男性， 过

劳时长对女性的健康损耗作用更大， 应当注重对女性劳动者的保护。

四是防治过度劳动的基本理念。 本文认为， 充分尊重劳动者的生理规律和社会需

求应当成为防治过度劳动的基本理念。 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合理分配需要充分尊重

人体生物钟的基本规律， 充分尊重劳动者参与社会生活、 履行社会角色的需求。 有研

究表明， 白领在周末加班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比工作日加班更强， 蓝领在夜班工作的负

面影响比白天更强 （Ｓａｔ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一方面， 不合理的工作时间会导致劳动者正常

的生活和休息时间被挤压， 挤压生活和休息时间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由

于违反人体生物钟规律， 夜班工作时间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比白班工作更强。 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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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没有夜班工作的相关变量， 难以对上述现象进行刻画。 ８ 小

时以内的夜班工作虽然在工作时长上并不违反法律， 但夜班工作尤其是白夜班交替的

工作会造成人体生物钟的紊乱， 导致劳动者与其他社会活动和交往的脱离， 对健康有

较强的负面影响 （Ｒｉｖｅ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白夜班交替工作的后果类似于睡眠不足， 会增

加患病概率和工伤事故风险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９４； Ｋｅｃｋｌｕｎｄ ＆ Ａｘｅｌｓｓｏｎ， ２０１６）。 鉴于该

因素的重要性， 夜班工作对健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五是自评健康指标的问题。 在本研究中， 经过锚点情境法调整后的自评健康指标

表现出了良好的测量统计特性， 在控制客观健康指标后仍然具有很强的健康辨识度，
因此可以认为自评健康所测量的潜在结构更加丰富， 是理解综合健康状况的一个有力

工具。 然而， 学界在自评健康的测量内涵、 测量误差来源及其调整、 分析方式等问题

上还存在一定争议，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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